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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

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

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

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

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

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

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

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

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

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

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

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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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主要由外资推动发展，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后，受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制造成本（主

要是劳动力成本）的吸引，越来越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2015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接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

国家，约占全球总量的20%[1]。在这种发展背景下，知识密集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对促进中

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制造中心”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外资知识密集

型制造业在中国投资行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尽管地理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已日趋成熟和完善[2-4]，但是对外商特定行

为模式的地理驱动机制研究仍然十分有限。知识密集型企业与传统生产型企业有所区

别，更倾向于采取积极主动的国际化战略[5-6]。在国际投资中，知识密集型企业往往通过

收稿日期：2016-11-22; 修订日期：2017-03-12

基金项目：国际区域研究协会早期职业发展研究基金(2014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630635); 国家自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41301109) [Foundation: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Early Career Grant (2014);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63063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301109]

作者简介：符文颖(1984-), 女, 海南海口人, 博士, 副教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9141M), 主要从事产业集群和区

域创新研究。E-mail: fuwenying@m.scnu.edu.cn

1361-1372页



地 理 学 报 72卷

战略性的选择进入方式，以获取东道国的市场、人力资源、知识技术等有形和无形的资

源，同时将自身的资本、技术、产品和管理体制引入东道国[7]。与传统制造型企业注重劳

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区位因子不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投资行为更多的受到与知识和制度

相关的区位因子驱动，因此，将知识密集型企业界定为研究对象有利于在现有文献基础

上进一步理解知识经济驱动下外商投资的特有区位影响因素组合。从外资企业的股权控

制层面，可将外商进入方式划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相比，由于不

受合资方的影响，便于管理的同时有利于公司技术和经营策略的保密，但反之，独资企

业在缺乏合资方的帮助下，也会受到投入资金大、投资风险增大、享受东道国优惠政策

减少等不利因素的威胁[8]。

以外商企业投资行为的区位影响因素作为理论构建点，本文围绕两个决定知识密集

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即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进行研究。一方面，区域

制度环境是外商企业进入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往的研究指出，东道国的政策进步会

促进投资者选择独资的进入方式[9]。由于其核心知识和技术驱动的特点，知识密集型产业

更加看重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在转型国家，外商投资面临产权界定模糊、市场制度不完

善、政策不确定性等问题，进入方式的战略选择更是知识密集型企业降低在东道国交易

成本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区域吸收能力的提高又会促使外商企业通过合资的方式达

到知识互补优势的目的。与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投资动机不同，发

达国家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更重视东道国的研发强度，其进行海外投资的原因除了开拓市

场外，也旨在寻找新知识并实现技术多样化[10-11]。区域吸收能力是影响知识溢出空间效应

的关键因素，在本土企业吸收能力低下的区域，外商投资倾向于形成内部化的知识交

流，从而降低了与本土企业互动和合作的意愿，形成飞地型的生产模式[12]。在这两种区

域机制的共同影响下，外商企业通过两相权衡合资与独资的优劣势，最终决定能使其利

益最大化的进入方式。

本文以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入方式及其区位影响因素为研究命题，以进一步

理解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华投资行为，以及其进入中国投资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德国

作为发达国家中的传统制造业强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已经发现中国制造业战略合作地

位，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贡献较大，德资企业在中国也较为普遍，因此，研究德国知识

密集型制造业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本文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

库，描述了德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在华投资的进入特征的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建立逻辑回

归模型考察德国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位影响因素，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知识密集

型制造企业在华投资行为，从而为地方政府吸引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政策依据。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知识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类型上可分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两种，

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是指以技术和创新活动为核心，在产品和生产流程中具有较高的

科学知识附加值的制造类企业。根据国外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界定[13]，并综合中国工业

的发展情况，本文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研究包括以下行业：焦煤及精练石油产品的制

造、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基本金属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医药制造、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光学钟表等仪器仪表制造和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9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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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思考，本文采用由德国工商总会大中华区提供的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名录，
通过对比中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九大分类，确定名录中与之对应的行业分类共有11小
类经筛选得到初始企业名单，并以登录企业官网和使用各大网络搜索引擎等方式，查找
相关企业的进入时间、进入区位和进入方式等信息，建立了共包含1851个企业信息的德
国在华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数据库。以该数据库为基础，本文通过相关描述统计分析，
归纳德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在华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

本文进一步选取德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进驻数量超过10个的城市为代表，以划定
的6个时间区间为节点，从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
查找对应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各行业工业产值、每万人专利授权量、实
际利用外资额以及各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等各项统计指标数据，用于衡量各进
驻城市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及计算各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
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等区位影响因素变量，由此得到进入时间跨度在1982-2014年间，
分布地域涉及17个城市，企业信息和区位时间截面信息一一对应的有效样本741个。文
章最后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进入方式的区位影响因素，以探讨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
企业进入中国投资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

3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华投资的进入特征

3.1 地域特征
3.1.1 沿海向内陆扩张、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的区位变化趋势 统计结果显示，有德国知
识密集型制造企业进入信息的城市共有84个，企业总数为1851家，其进入城市基本遍布
中国各大省份，囊括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4 个直辖市，河北、山西、辽宁、吉
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 20个省份，宁夏、新疆 2个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共计 27个省级行政单元。从其
地域分布的广度分析，德国知
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区位
并不限于大众所认知的沿海发
达城市，也包含了众多的内陆
城市，如新疆的乌鲁木齐、云
南昆明、四川成都等。

对各进入区位最早的企业
进入时间情况的统计发现（图
1），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
最初进入的地域集中分布在沿
海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
海地区；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出现
向中国内陆城市扩张的现象。
其原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
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华东、华

图1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进入时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rman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by entr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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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和华南地区在经济、文化、政策等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企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
进入9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开发经
营成本逐渐上升，部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于是向中国内陆或沿海发达地区周边的一些
相对发达的城市扩张。

同时图1也表明了，在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向内陆扩张的过程中，伴随着较为
明显的从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趋势，其中以长三角地区最为明显，珠三角地
区也呈现了该趋势特征，动态地展现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集聚偏好。
3.1.2 地域性的企业集聚现象
各区位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
业数量图显示（图 2），德国知
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华投资的地
域集聚现象较为明显。而知识
密集型制造企业全国分布情况
统计表明（表 1），仅上海、苏
州、北京、广州、深圳 5 个城
市就集中了德国知识密集型制
造企业1210家，占中国市场中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总数
的 65.37%，5 个城市所拥有的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总数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36.84% 、
11.94% 、 9.45% 、 3.89% 和
3.24%。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
的地域集中现象，是知识密集
型制造业产业集群化的表现。
因为这些地区的进入时间较
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
技术专业化处于领先水平，拥
有较为丰富的技术资源和人力
资源，社会对外资企业的接纳
程度较高，而政府的支持力度
也相对较强，企业间合作的可
能性更高，从而具备了各项产
业集群生成的初始动力。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规模递增效益和溢出效益，于是定位大多
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知识型产业较为集聚的地域。
3.1.3 独资为各区位主要进入方式 对已建立的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数据库中具有进
入方式信息的 1127家企业进行分类统计，得到以独资为进入方式的企业数量有 794家，
而合资的数量为333家，采用独资方式的企业数是采用合资方式的企业数的2.38倍。

图 3显示了各进入区位的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主要进入方式的地理分布情况，
经统计，上述1127家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涉及的区位城市共有75个，其中所有德国
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均以独资为进入方式的城市有14个，独资企业过半数的有29个，即

图2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数量的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German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表1 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全国分布情况统计表
Tab.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of German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企业数量
(家)

1~10

11~30

31~50

51以上

城市数量
(个)

62

11

6

5

占城市比例
(%)

73.81

13.10

7.14

5.95

企业数量
(家)

173

233

235

1210

占企业总数
百分比(%)

9.35

12.59

12.69

65.37

集聚度

0.127

0.961

1.777

10.987

注：集聚度=占企业总数比例/占城市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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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以独
资为主要进入方式的区位城市
有43个，占57.33%；所有德国
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均以合资
为进入方式的城市有25个，合
资企业过半数的城市有 7 个，
即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以
合资为主要进入方式的城市有
32个，占42.67%，略少于前者。

为了进一步说明现象，以
上海、苏州、北京、广州和深
圳 5 个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
业明显集聚的区位为例，它们
的 独 资 企 业 比 重 分 别 是
72.6%、89.2%、75.5%、76.2%
和 89.5% ，比重虽然所有差
别，但数据仍然表明在集聚区
位城市，独资的德国知识密集
型制造企业比重要远远高于合
资企业。综合数据表明，独资
是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
主要进入方式。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中国市场体制转型的成功
过渡，特别是在发达的沿海城
市，市场体制趋于完善，合资
的进入方式并不是知识密集型
外商投资企业减少交易成本和
降低运营不确定性的唯一途径。
3.2 时间特征
3.2.1 德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发
展的两个高峰期 进入中国的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数量
随时间发展变化趋势清晰地表
明（图4），进入中国市场的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发展有两个高峰期，其峰值一个出
现在 1995年，一个出现在 2004年。曲线中还有 4个次一级的小峰谷，分别出现在 1985
年、1992年、1997年和2010年。这些时间点的出现与世界、中国的发展历程和FDI变化
趋势是相对吻合的。

1990年以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仍处于试探期，这个时段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主要以
海外华人投资为主（来自港澳地区），因此每年的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进入数量不
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放宽，外商对中国市场十分看好，因此从
1990年到 1995年，每年的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进驻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到了
1995年由于一些限制外资并购政策的出台，每年进入中国的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数

注：以各区位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独资企业所占比例核算，若区位中独资

企业比例超出50%，则判定主要进入方式为独资，反之则为合资。

图3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主要进入方式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rman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by entry mode

图4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数量的时间变化
Fig. 4 Temporal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German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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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开始出现下降，在1998年又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1999年德国知识密集型
制造企业的进入数量降至最低值。21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加入了国际世贸组织，市场规
模进一步扩大，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然而在 2004年增至最高值
后，德国进入中国投资的企业逐渐减少。据德国银行研究会2004年对德国对华投资的分
析报告指出[14]，德国在华投资企业面临逐渐升高的原材料和电力成本，同时由于大量外
商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造成的激烈竞争，以及政府对关键行业（如德商活跃的汽车行业）
的过量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德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利润空间减小。由此在多方因素的影
响下，德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在2004年后进入中国市场的数量逐年减少。
3.2.2 从合资为主到独资为主的时间
转变 根据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随着
时间发展的数量变化趋势，可以将德
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进入
方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图 5）：1980-
1995 年和 1996 年至今。 1980- 1995
年，合资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
进入中国的首先方式；而 1995 年以
后，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独资企业
每年增加的数量明显多于合资企业。
因此，可以认为1995年是德国知识密
集型制造企业进入方式从以合资为主
向独资为主转变的重要时间截点。推
断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市场体制建设的加快和完善；另一方面则是知
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已从投资的试探期进入了投资战略期，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
国积累了一定的经营经验，出于利益更大化的考虑，独资成为了首选的进入方式。
3.3 小结

总的来说，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华投资的时空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多集聚在上
海、苏州、北京、广州和深圳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并随着时间的演变，呈现由
沿海逐渐向内陆城市扩张、从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趋势；而在德国知识密集
型制造企业数量增长的过程中，随着转型经济的制度建设进程，外商进入方式也将呈现
出动态的时空演变格局，以1995年为时间截点，其进入方式形成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
转变的时间格局。

4 德商进入方式的逻辑回归方程

4.1 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尽管目前独资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进入方式，但其发展过程

中经历了从合资为主到独资为主的转换，其进入方式的选择具体受到哪些区位因素的影
响，表现了何种地理驱动机制，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为此，本文进一步构建了进入方式
的逻辑回归模型。逻辑回归模型是因变量只有两种情况的模型，事件的发生与否以0或1
来表示，假定有多个自变量，其通用模型为：

log it( )p = lnæ
è
ç

ö
ø
÷

p
1 - p

= β0 + β1x1 + β2 x2 +⋯ + βk xk （1）

图5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进入方式的时间变化
Fig. 5 Temporal change of German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 by entry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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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 prob( )y = 1|x1,x2,⋯,xk 为因变量在给定系列自变量 x1, x2, ⋯, xk 的值时事件的发

生概率； β0 为截距； βk 为回归系数（k = 1, 2,⋯, n）。具体的，本文中因变量 y指企业

的进入方式，0代表独资，1代表合资。而本文的自变量 xk有控制变量和区位变量两种，
其中控制变量为行业类型（I）、时间截点（T）和进入区位（L），区位变量则基于理论构
建框架中界定的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两大方面，选择4个相应的代表变量，包
括代表区域吸收能力的人力资本水平（HC）和对应进驻外商企业行业的本地专业化水平
（SPE）两个变量，以及代表区域制度环境的实际使用外资存量（FDI）和每万人专利授
权量（PATENT）两个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定义情况如表2所示。

由此，本文的逻辑回归模型具体形式为：

logit( )py = β0 + β1T + β2 I + β3L + β4 HC + β5SPE + β6 FDI + β7PATENT （2）

由于逻辑回归模型是非线性模型，其变量系数不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概率变化
的影响程度，仅能从估算系数的符号来判断自变量与因变量概率变化间存在的正负相关
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变量对事件概率的作用，在 logistic回归中还常采用到发生比
（odds）和发生比率（odds ratio）来对回归系数进行解释，将式（1）进一步变形，得到：

odds(p) =
p

1 - p
= exp( )β0 + β1x1 +⋯ + βk xk = e

β0 × e
β1x1 ×⋯ × e

βk xk （3）

式中： odds(p) 称为发生比（odds），即事件发生的概率p与未发生的概率 (1 - p) 的比值。

当变量的值发生变化时，则有：

表2 模型变量定义
Tab. 2 Definition of 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变量名称及单位

因变量

进入方式

控制变量

时间截点(T)

行业类型(I)

进入区位(L)

区位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HC)

行业专业化水平
（SPE）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FDI）

万人专利授权量
（PATENT）

定义

根据样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分为2类：0=独资；1=合资

按照 1980-2014年间企业数量的发展规律划分为 6个时间发展区间：1=1980-1990；2=1991-
1995；3=1996-1999；4=2000-2004；5=2005-2009；6=2010-2013

将样本企业所在的11个小类行业归类到5个大行业分组：
1=机械类：① 基本金属的制造、② 光学仪器及摄影器材的制造、③ 测量、检测及导航仪
器、器具和钟表的制造、④ 其他机械及设备的制造；
2=化学类：① 焦煤及精练石油产品的制造、② 化学品和化学产品的制造；
3=电子电器类：① 电气设备的制造、② 电子制造；
4=交通运输类：① 机动车辆、挂车和半挂车的制造、② 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
5=医药类：基础原药和药品制剂的制造

按样本企业的进驻城市进行分区：1=京津唐（北京、天津、吉林、辽宁）；2=长三角（上海、
江苏、浙江、武汉）；3=珠三角（广东）

衡量地区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变量，以教育年限法[15] （进入区位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均值）核算

反映进驻城市与样本企业相对应行业发展水平的变量，以企业进入时间点对应行业的工业产
值占进入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核算

衡量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变量，以进入区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单位：亿美元）表示

衡量地方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变量，采用进入区位每万人专利授权量表示

注：1. HC=3×文盲比重+6×小学比重+9×初中比重+12×高中比重+16×大专以上比重；2. FDI存量的核算以1990年为

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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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
odds(pi)
odds(pj)

=
exp( )β0 + β1x1i +⋯ + βk xki

exp( )β0 + β1x1j +⋯ + βk xkj

= e
β1(x1i - x1j) ×⋯ × e

βk(xki - xki) （4）

式中：OR即发生比率（odds ratio），其实质是组间发生比的比值，可用于比较不同情况
下的概率差异。发生比率对于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的解释有所不同，当自变量被编码为
代表不同分类的离散值并定义为分类变量时，发生比率表示各分类组与对照组的事件发
生比之比值，而当自变量为连续变量时，各该变量对应的发生比率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
时发生比变化的倍数，即 (xi + 1) 时的发生比等于 xi 时的发生比与发生比率之乘积。

4.2 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 Stata 软件对变量信息完整

的 741个样本构建逻辑回归模型（式
2）并进行系数估算，结果显示（表
3）：时间截点（T）、行业类型（I）、
万人专利授权量（PATENT）、行业专
业化水平 （SPE）、实际使用外资存
量（FDI）和人力资本水平（HC）对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进入方式均
存在显著影响。

以时间段1事件发生（20世纪80
年代以合资方式进入）的概率为比对
基准，在其他时间段进入的德国知识
密集型企业的时间变量估算系数均为
负数，发生比率均小于 1，表明与时
间段 1相比，在其他各时间段进入的
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独资作
为进入方式的可能性更高，其中尤其
时间段3和4，即1996-2004年期间进
入的企业，发生比率仅为 0.16 和
0.157，显著低于时间段1，表明在该阶段选择独资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基准时间段（20世
纪80年代）。

模型结果（表 3）同时表明，德国知识密集型企业的进入方式还受到行业因素的影
响，其中行业3（电子电气制造类）和行业4（交通运输类行业）采用合资为进入方式的
概率显著高于行业 1 （机械类），相比之下，行业 2 （化学类）同样具有选择合资的倾
向，而行业 5 （医药类）则相对更倾向于采用独资的进入方式，但两者在统计上的显著
性较低。可见，机械和医药类的德资企业是采用独资方式进入中国投资的主体。

在控制了时间截点（T）、行业类型（I）、进入区位（L）等变量后，如表3所示，模
型的区位变量还进一步揭示了德国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中国投资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
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地方人力资本水平（HC）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合资的进入决策呈显著的
正相关性，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企业进入时选择合资的概率与选择
独资的概率比值将提高1.25倍。之前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和FDI技术溢出是相互
促进的，区位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了东道国对FDI输入技术的学习和吸收程度，同时外
资企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需要选择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的区位以保证企业的运营[16]。

表3 德企投资进入方式的逻辑回归模型
Tab. 3 Logit model for entry mode of German FDI

变量

时间截点(T)

行业类型(I)

进入区位(L)

人力资本水平(HC)

行业专业化水平(SPE)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FDI）

万人专利授权量
（PATENT）

2

3

4

5

6

2

3

4

5

2

3

回归系数

-0.828

-1.831***

-1.854***

-1.308

-1.301

0.114

0.468*

0.857***

-0.239

0.275

0.181

0.223*

0.056***

-0.002***

-0.019**

Odds Ratio

0.437

0.16***

0.157***

0.27

0.272

1.121

1.597*

2.356***

0.787

1.316

1.198

1.250*

1.250***

0.998***

0.981**

模型检验

Number of obs=
741
Prob>chi2 =
0.0000
LR chi2(15) =
123.57
Log likelihood =
-374.91

注：***、**、*表示该系数的显著水平分别为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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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地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出于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目

的将会积极创造合作条件，双方合作的欲望和可能性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外商知识密

集型制造企业选择合资的进入决策。

（2）地方行业专业化水平（SPE）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合资的进入决策有显

著促进作用。随着产业专业化集群的形成，区域内将配备较丰富的熟练劳动力、其可选

择的生产链上下游企业更多，产业配套设施也相对完善，因此产业集聚优势将会增大区

位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贺灿飞等也在早期验证了集聚经济对增强地方外商直接投资吸

引力有重要作用[17]。因此随着地方行业专业化发展，产业集群的逐步形成，集聚区位城

市的地方企业拥有更完备的信息、生产、销售渠道，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出于降低投

资风险和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更偏向于以合资的进入方式在华投资。

（3）实际使用外资存量（FDI），即地方对外开放程度，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

独资的进入决策有促进作用。随着地方开放程度的提高，地方软投资环境逐渐优化，逐

步接近外商投资者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公平性、法规清晰化、执法透明化标准

的投资需求，独资企业在地方的经营限制和交易成本有所减少，因此知识密集型制造企

业选择以独资的进入方式也随之而增加。Morschett等对72个独立一手数据的统合分析指

出，国家风险、法律限制等和建立独资公司的偏好呈负相关[18]。

（4）地方每万人专利授权量（PATENT），即地方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强度，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独资的进入决策有显著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初期，中

国自主创新能力较低，需要依靠外商投资的技术输入以提升地区的创新能力，从2005年

开始，中国实行自主创新战略以减轻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 [19]。与本文结论对应，

Javorcik通过研究发现[20]，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完善对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者有一定

的消极作用，外商投资会偏向于将较新的技术转移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完善的东道

国，以减少新产品和技术被地方迅速模仿的风险。同时杨全发等学者认为[21]，东道国政

府如果能够提供适度且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允许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

定其股权份额，将有助于其引入更为先进的技术，增加外来直接投资流量，符合社会福

利最大化的原则。本文的结果则从区域尺度印证了地方投资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外商行为

的重要性，由此随着地方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保护制度的完善，东道区域和外资知识密

集型企业双方出于利益考虑，均促进了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独资的进入决策的发生。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进入方式是决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成败的关键战略。不管是选择独资方式的绿

地投资，抑或是合资方式的褐地投资，企业都面临一定的战略风险。随着中国市场体制

改革的推进和投资软环境的优化，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战略也会相应调整和转变。其

中，区域和城市作为构建制度环境的基本空间单元，所内涵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质是

影响跨国投资企业进入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德国在华投资的数

据，研究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华投资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区位特征与企业进入战

略的匹配是决定知识密集型外商投资成功运营的关键因素，而理解这一空间匹配机制将

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知识密集型外商投资，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升级和转型。

研究结果表明，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在进入中国初期主要集聚在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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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沿海城市的发展和中部城市的进步，在时空分布上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

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趋势。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

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

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地方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

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每万人专利授权量这两个

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由于以技术作为

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企业特别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该结果反映了地方良好的制度

环境对吸引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5.2 讨论
在当前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背景下，为促进中国制造业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制造

中心”的目标转移，使中国制造业发展紧贴知识经济的发展步伐，一方面，除了通过外

资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尤其是提高中西部区域核心城市、与沿海中心城市相对临近的

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吸引外资知识密集型企业向内陆地区扩张，使东部

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发展逐渐平衡，减少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别。另一方面，还应突

出强调对教育的投入和重视，企业间加强交流和学习，多开展专业培训和技能教育，提

高地方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促进外资直接投入增长的同时也可提高外商投资和本地合作

的机会，强化进入区位企业的知识学习能力和外资知识溢出效益，并进而形成利益共同

体。此外，尽管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将降低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模仿的可能

性，但在增加海外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流入的同时，也有利于塑造自主创新的制

度环境，通过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国内企业将更有动力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

力，从而形成与本地外资企业良性的知识互动和技术合作，长远看将促进中国制造业的

升级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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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for entry mode of German knowledge-intensive FDI in China

FU Wenying, WU Yanfang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knowledge-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nstitutes the key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China. Present stud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still limited in regard to understanding their specific
investment behaviors. Entry mode is the key strategy of foreign firms which determines their
success in the host countries. Regions,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s with specific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 affect the entry mode of foreign firms to a great exten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geographical mechanism of the entry mode of FDI in the knowledge-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sector, which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ogenous-driven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China
nowaday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fundamental locational

1371



地 理 学 报 72卷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expected to influence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doing business in the host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with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When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better off, the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 tend to choose the wholly-
owned entry mode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ir own technology and reduce the risks of
being rapidly imitated by local actors without costs. On the other hand,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enhances the willingness of foreign firms to form joint ventures with local firms in
order to tap into the local knowledge pool. In regions with low absorptive capacity, foreign
investment tends to constrain the scope of knowledge exchange within communities of foreign
firms, and show limite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and interact with local firms. Using the
database of German knowledge-intensive FDI in China from 1982 to 2014,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German FDI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Spatio- temporal
statistic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location of German FDI has been spreading from
coastal to inland provinces. In coastal provinces, it has been spreading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peripherial cities. Since 1995, the entry mode of German knowledge- intensive FDI has been
shifting from joint ventures to wholly-owned mode. The logit model results further show that
the entry mode of German FDI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 is driven by multiple locational
factors. On one hand, the decision of FDI firms to take joint ventures as the entry mode in the
host country is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urban human capital and the degrees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This implies that regional knowledge absorptive capacity is essential to the
formation of local-global strategic coupl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FDI stock and the number
of authorized patents in the city significantly encourage the entry mode decision of a wholly-
owned FDI firm, because the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core competence lies in technology.
These firm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s on intellectual right protection. As a result,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locational determinant for the knowledge-
intensive FDI firms.
Keywords: knowledge- intensive firm; entry mode;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Germa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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